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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邱东（１９５７－　 ），男，江苏张家港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讲席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国民经济核算、经济测度、国际比较、中国统计改革与发展、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可持

续发展、宏观调节与区域发展等。
①霍诺汉先生的论文由北京师范大学李昕教授推荐给笔者，本文初稿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完成。 曾发给北

京师范大学王亚菲教授、李昕教授、王岩副教授，东北财经大学谢长博士、黄雪成博士，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中

心首席统计师王金萍女士等征求意见，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１ 日完成第二稿修改。

为什么 ＰＰＰ 还需要做重大修正？
——— 评霍诺汉《使用 ＰＰＰ 进行国家间比较的优势与不足》

邱　 东

（江西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１３）

　 　 ［摘　 要］ 　 霍诺汉先生新近关于 ＩＣＰ 的论文《使用 ＰＰＰ 进行国家间比较的优势与不足》（Ｕ⁃
ｓｉｎｇ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深入探讨了国际比较

机理和经济意义，并指出了“购买力平价（ＰＰＰ）”的不足，其批判精神与思考内容均值得重视。 本

文是对霍诺汉论文的一个经济统计学评论①，基于对论文背景及内容的概述，探讨了文中值得关注

和思考的几点问题，主要包括：ＩＣＰ 基于对市场汇率法的否定；各轮 ＩＣＰ 间的“动态一致性”；基于

生产率因素对 ＩＣＰ 结果的修正；注重 ＩＣＰ 的比较机理和现实意义；基于全球化因素对 ＩＣＰ 的修正，
并进一步地对未来 ＩＣＰ 需要拓展研究的若干课题提出展望。 经济统计在全球经济事务中起着独

立作用，对于国际经济统计标准与数据，我们不仅要认真解读和应用，同时也要深入挖掘其内在的

测度、核算和比较逻辑，以弥补和修正现行标准的不足，强化国际经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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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霍诺汉论文的背景和概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 ｔｈｅ Ｐｅｔｅｒ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ＰＩＩＥ）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６ 期《政策概要》（Ｐｏｌｉｃｙ Ｂｒｉｅｆ）发表了霍诺汉（Ｈｏｎｏｈａｎ）先生的《使用 ＰＰＰ 进行国家间比较的

优势与不足》 （ Ｕｓｉｎｇ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
ｉｎｇｓ） ［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霍诺汉先生曾担任爱尔兰中央银行的总裁和欧洲中央银行治理委员会的

成员，他也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的外籍院士。 仅从其社会身份看，霍诺汉先生似乎并不是

经济统计学领域的专家，而是一位资深的经济统计数据用户。
从其阐述内容和观点看，这是近年来国际统计界少有地偏重于经济统计的基本思想，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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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比较方法的技术细节的论文。 作者对国际比较机理和经济意义探讨颇深，还在标题中直

言不讳地指明“购买力平价（ＰＰＰ）”的不足。 业内罕见此例，其批判精神和思考内容都值得重

视。 ＩＣＰ 操作者应该充分重视用户的反馈意见，特别是对 ＩＣＰ 方法论的“外部冲击”，而不应该

满足于圈子内部的方法细节讨论。
霍诺汉先生开篇指出，良好的国际经济政策要求对国民经济运行具备良好可比性的数据，要

求采用对经济分析具有“充分意义（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的方式。 需进一步明确的是，意义容易具备，但
达成“充分”却非常困难。 “充分意义”的达成绝非易事，至少需要长期的、艰难的专业探索。

霍诺汉先生对 ＩＣＰ 结果提出了三项重大修正，分别基于生产率因素、全球价值链因素和环

境因素，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①国际比较项目（ ＩＣＰ）已经实施 ５０ 多年了，已将成为国际经济

统计的一项常规性操作，为什么 ＰＰＰ 还需要做重大修正？
霍诺汉先生提出，尽管新 ＰＰＰ 数据是国际经济比较的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但在使用时还

需要小心，应该理解其局限。 霍诺汉先生的论文涉及全球比较的大背景，也数次提及对中国国

势不同于 ＩＣＰ 结果的判断，或者说从另一个角度的深刻解读，这对我们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与策

略构思更具参考价值。 霍诺汉先生认为，ＰＰＰ 调整汇率的功能发挥不及预设，还只是将数据

置于跨国可比基础的第一阶段。 这个基本判定是全时段的，既基于 ＩＣＰ 的过去和当下，也着眼

于其未来发展。 这篇论文提出了三个重大修正。
就 ＩＣＰ 自身而言，霍诺汉先生特别强调生产率因素对国际比较的影响，需要就此做出重大修

正。 这篇论文并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专门设置了“方法论事项（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ｉｓｓｕｅｓ）”一节，作者

特别注重对 ＩＣＰ 比较机理的剖析，注重对数据现实意义的追究，通篇都做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就 ＩＣＰ 的经济测度基础而言，因为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本身的缺陷可能会严重影响到国

家间的比较，而 ＩＣＰ 恰恰以 ＧＤＰ 作为比较基础，所以我们在使用中应该注意到 ＩＣＰ 数据质量

的基础性缺陷。 除生产率因素外，霍诺汉先生还提到了两个重大修正，一个是环境因素，一个

是全球化生产链。 要保证 ＩＣＰ 结果的稳健性，就需要考虑这两个重要因素。
就与现有核算体系的关系而言，这两个因素大有不同：前者侧重于“经济福利（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而非“物质福利（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其修正超越了国民核算体系（ＳＮＡ）；而后者

则主要涉及国际比较的基础宏观指标，究竟应该是 ＧＤＰ，还是国民总收入（ＧＮＩ）？ 涉及收入的

国际分配问题，但修正思路仍然在 ＳＮＡ 框架之内。
二、ＩＣＰ 基于对市场汇率法的否定

ＩＣＰ 的构建从一开始就基于对“市场汇率法（ｔｈｅ Ｍ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的否定，尽管多年来“世界

银行图表集法（ｔｈｅ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ｔｈｏｄ）”作为对市场汇率法的一种改进，通过修匀市场汇率，以解决

其剧烈波动带来的比较偏差，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随着 ＩＣＰ 的日趋成熟，“世界银行图表集

法”就成了一种权宜之计，逐步被边缘化。 ＩＣＰ 方法优于市场汇率法，这成了国际统计界和国

际经济界压倒性的刻板印象，似乎并无争议。
霍诺汉先生对市场汇率法也持否定态度，论文从此出发分析汇率测度与 ＰＰＰ 表现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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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论文对汇率法的局限主要①讲到汇率剧烈波动，这并不完全反映相对价格的变化。 霍

诺汉先生也主张对汇率做出矫正，但是不应该出现严重失误（ｓｅｒｉｏｕｓ ｅｒｒｏｒｓ）。 影响相对价格变

动的因素需要多维度思考，这个表述为后面的生产率因素修正埋下了伏笔。
霍诺汉先生考察了汇率波动剧烈的阿根廷等六个国家②。 如果将汇率修匀，即便以 ＩＣＰ

结果作为标准，ＰＰＰ 与汇率二者之间也不过是水平之差或程度之差，而变动趋势（方向）大致

相同，这意味着 ＰＰＰ 结果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得到，或许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未必一定需

要否定汇率法而另起炉灶。 尤其考虑到两大类操作的成本效益对比，ＩＣＰ 未必在总体上占优。
从计算性质上看，ＩＣＰ 就是一个平均法，将其结果与汇率观察值放在一起比较波动性大

小，并不公平。 如果对汇率观察值做平滑处理，再看二者在数据平稳性上的优劣，似乎方法优

劣比较的结论才更为令人信服。 本来统计方法的长处恰恰是处理剧烈波动的数据，仅从方法

论的这个角度看，汇率波动对国际比较未必构成颠覆性的威胁。 而且，如果汇率法的结果仅仅

存在波动性缺陷，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的一个逻辑推断就是：如果采用“世界银行图表集法”可
以切实消除剧烈波动的影响，那么就可以放弃 ＩＣＰ。

ＩＣＰ 的优势需要以巨大投入为代价。 霍诺汉先生指出，收集 ＩＣＰ 价格数据的范围日趋扩

展，这是一项巨大的全球和各国家的统计努力。 而在 ２００５ 年以前，ＩＣＰ 的实施往往是“小本经

营”，各种统计投入跟不上工作需求，其数据结果的质量也往往不尽如人意。
工作拓展与成本增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只取其一。 在国际比较布

局时，还应该考虑到 ＩＣＰ 实施的社会成本，当然也要看到 ＩＣＰ 的社会效益，比如“数据基础结

构（ｄａｔａ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构建。 还有一点，对 ＩＣＰ 的功能要求越多，就越容易隐含更多概念

和操作上的方法论问题。 总之就评价任何一种方法而言，效益和成本都需要等量齐观。
三、各轮 ＩＣＰ 间的“动态一致性”
各轮 ＩＣＰ 数据的更新总是伴随着争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

国，其 ＰＰＰ 数据大幅度地变动：２００５ 年陡然向下③，而 ２０１１ 年则逆转向上。 ２０１７ 年第 ９ 轮基

本上维系了 ２０１１ 的方法原则④，其结果也就维持了 ２０１１ 年 ＩＣＰ 的数据指向，但不同轮次的比

值差异程度不同。 尽管方法论探讨还在接续，现用方法似乎是被大家接受合理的折中方案。
２００５ 年 ＩＣＰ 的结果或许出乎人们意料，毕竟这一轮是第一次真正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比较，

而且，１９９３ 年国际比较项目遭受了颠覆性失败，这是时隔多年之后 ＩＣＰ 重整旗鼓的首次操作。
欧美经济学界好多人不大相信 ２００５ 年 ＩＣＰ 的某些数据结果，如果将这种结果倒推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印度数百万人的收入水平就会“低于存活边缘水平（ 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ｌｏｗ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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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诺汉先生同时也指出：汇率管制和汇率盯住制度可能造成市场汇率背离相对价格的长期平衡关系。
其实，还应该考察其他经济体的汇率与 ＰＰＰ 的关系，才能全面评估二者在数据稳定性上的优劣。 然而

在 ＩＣＰ 必然优于 ＭＥＲ 的教条之下，这方面研究往往被忽略。
正如霍诺汉先生本文所言，２００５ 年的估计导致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收入和贫困水平的大幅下调，中国

和印度的人均收入分别为以前的估计的 ４０％和 ３５％。
迪顿教授和施莱尔先生在其 ２０２０ 年关于 ＩＣＰ 的 ＮＢＥＲ 工作论文指出，这是尽可能保持比较方法一致

而刻意谋求的结果。 笔者提请 ＩＣＰ 数据用户注意，“形式一致性”与“内容一致性”存在差别，笔者在《深入探

索 ＩＣＰ 隐含的经济测度问题 ——— 评〈ＧＤＰ、福利和健康：２０１７ 年轮 ＩＣＰ 的若干思考〉》中做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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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的 ＩＣＰ 数据对穷国价格水平估计过高，而对其实际经济规模估计偏低。
对穷国国民而言，这种所谓过低的国际比较结果反倒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 坦白而言，富

国国民自身的低收入生存能力比较差，即便是富国的穷人，其低收入条件下的生存能力也不如

穷国的穷人。 虽然同在地球村也恍如隔世，富国多数人也不知道穷国穷人在极低收入条件下

如何生存，对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缺乏切身理解。 一个典型例证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派到欧

美国家的访问学者，国内发的生活津贴比较少，甚至有的低于所在国（发达国家）的贫困线水

平，然而，这些访问学者在国外的生活并不比当地穷人差，而且在一年访问到期后回国时，还能

给家里节省出“买大件”的钱。 认知缺陷往往导致对策失误。 由于缺乏对穷国客观环境的真

正体会，国际组织和欧美专家还常常对穷国发出类似“何不食肉糜”的政策建议。
就印度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真实规模而言，２０１１ 年 ＩＣＰ 结果相比于 ２００５ 年出现了相当大

的逆反。 这极大可能出于针对 ２００５ 年结果的人为调整。 毕竟对 ＩＣＰ 数据的“倾向性管理”还比

较容易实现：只要尽量剔除穷国的高价格项目，将该类数据处理为奇异值①，就可以拉低穷国的价

格水平，并放大穷国的实际经济规模，从而避免专家所认定的 ２００５ 基年比较结果的偏误。
真正全球意义的 ＩＣＰ 从第 ７ 轮开始，至今只有三轮（即 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７ 年，）需要

深入思考的是，估计结果与方法论争议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效应？ 在好多 ＩＣＰ 数据用户眼

里，２００５ 年似乎“高估”了穷国的价格水平，从而“低估”了穷国的实际经济规模，２０１１ 年轮的

大反转难道不存在为提升数据质量的人为调整？
可以从方法论逻辑推演得到的是，在新的比较过程中，完全可以采取某些针对性的预防措

施，以矫正前期似乎存在的“低估”或“高估”倾向。 如果结论先行，事先就可能具有某种数据

结果倾向，在方案设计时预设，在过程操作时预调，比较结果究竟可能包含多大的人为因素？
值得深究。 再者，如果把经过预调的结果当成客观数据，再用其论证所用比较方法的正确性，
是否隐含了某种循环论证的味道？

还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１ 年的国际比较结果又对贫困统计形成巨大冲击。 霍诺汉先生指

出：所估计的低收入国家价格水平大大低于原来的认知，相应地，这些国家的平均实际收入水

平就特别高，在这些国家，低于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的人数下降了一半。 Ｄｅａｔｏｎ（２００１） ［２］ 认

为，国际比较再次威胁贫困统计，到了“毁坏贫困估计”的地步。 世界银行对该项比较结果的

反应是，迅速将绝对贫困线由每天 １．２５ 元调整到 １．９０ 元。 鉴于不同基准数据间的大幅波动，
阿特金森教授建议，放弃用 ＩＣＰ 估计的新结果调整国际贫困线，但此议并没有被采纳。

应该看到，这种数据结果的矛盾客观上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究竟如何解决不同经济

统计项目之间的冲突②，或者说，如何保障不同经济统计项目间的协调性？ 能否将某一种统计

操作当作绝对标准？ 这至今仍然是个有待深入探讨的经济统计方法论问题。

·０２·

①

②

剔除所谓奇异值就需要事先界定其定义域，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价值判断。 例如，在亚太地区比较中，
中国大陆的商品价格如果超过香港便被认定为奇异值，无法进入基础数据录入系统，这种识别程序的依据便是

所谓的“宾大效应”
这里是 ＩＣＰ 与贫困统计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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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生产率因素对 ＩＣＰ 结果的修正

在国际标准的基础上比较平均生活水平和贫困发生率是一个标志性的应用，似乎 ＩＣＰ 不

可或缺。 然而霍诺汉先生认为，ＰＰＰ 并非总是适合于此。 近来的趋势是将以 ＰＰＰ 计算的 ＧＤＰ
作为各经济体相对规模和优势的指标，比如，作为一个因素评估地缘政治力量。 例如，就以

ＰＰＰ 计算的 ＧＤＰ 而论，２０１７ 年中国刚刚超过美国。 但是，霍诺汉先生指出，这种计算忽略了

这样一个事实：ＰＰＰ 包含着较贫困国家价格较低的系统性趋势，如果这种趋势归因于低收入

国家在国际贸易项目生产中的低下生产率①（Ｂａｌａｓｓａ， １９６４［３］；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１９６４［４］），那么 ＰＰＰ
的调整就“过头了（ｇｏｅｓ ｔｏｏ ｆａｒ）”，将更多的经济优势归于这些低收入国家，超出了其应当具有

的份额。 仍以中国为例，如果消除这个系统因素，重新进行经济规模排位，中国将列在美国和

欧盟（尽管英国不在其中）之后。 如何看待霍诺汉先生提出的生产率因素这个重大修正？
（一）这种 ＩＣＰ 结果“可调整性”②说明不同国家间的价格差异是多重原因形成的

霍诺汉先生指出：采用 ＰＰＰ 方法所剔除的，不仅是汇率误定价造成的扭曲，还可能出于其

他因素，其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各国间的生产率差异。 这就是说，穷国的价格水平之低还另有其

因，因此不宜将其一概推算为其“实际经济规模（ ｒｅ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ｚｅ）”较大。 这正是霍诺汉先

生提出进行生产率因素调整的机理所在。
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低收入国家通常平均工资低下，非国际贸易品的价格也低。 霍诺

汉先生指出：价格水平总体上随着人均 ＧＤＰ 的增加而提升，其系统作用相当可观，被半个世纪

以来的 ＩＣＰ 数据所证实。 Ｈａｓｓａｎ（２０１６） ［５］ 的研究表明，这种模式在收入水平低下时不大明

显，但当收入上升时证据就愈加充分。 Ｃｈｅｕｎｇ 等 （２０１７） ［６］的研究表明，另外三个因素强烈地

影响者价格水平的跨国模式：该国是否为石油输出国？ 该国在腐败水平是否排在高位？ 该国

是否地理遥远？ 这些因素每个都倾向于拉升发展中国家的价格水平。
一种对这种模式的理论解释被引用得最多，被概括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ｓｓ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与供给条件（ｓｕｐｐｌ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相关。 按照这个理论，国家间相对工

资水平系统地与生产率水平相关，若某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低下，则其工资水平也比较

低。 国际竞争通常会使国际贸易品③的价格趋于相同，但就非国际贸易的货物和服务④而言，
其价格低下反映了低收入国家的低工资率。

需求条件也可能与此相关，霍诺汉先生在论文注释中列示了几项相关研究。 Ｄｅ 等

·１２·

①

②

③

④

Ｂａｌａｓｓａ 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１９６４ 年对此分别做出了经济解释，被广为引用。
ＣＰ 数据结果“是否应该调整”与“用什么方法进行调整”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前者涉及对国际比较基本

概念的深层次解读。 “来自生产率的价格差异”在经济意义上是实际的，而非名义的。 世界银行的 ＰＰＰ 值也

经过了生产率调整，尽管只是针对部分项目和部分国家，也表明了 ＩＣＰ 数据结果的可调整性。
研究“国际贸易项（实物与服务）”对国际价格变动的间接影响同样重要，仅仅关注实物产品还不够，还

应该关注服务项。
需要明确的是，“国际贸易项”与所谓“非国际贸易项”之间并不存在一堵“柏林墙”。 在全球化背景下，

二者的相互影响更为密切。 但是，“非国际贸易项”受“国际贸易项”影响的内在机制并没有得到深入研究。
至于汇率变动是否包含了这种相互影响，也值得探究。 当我们将“国际贸易项”与“非国际贸易项”加以区分

时，对好多研究者而言，就人为地割断了其间的隐含联系，且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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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 ［７］的研究表明，如果消费者对非国际贸易服务的偏好随着收入增加，服务的相对价格

将被拉升。 Ｂｈａｇｗａｔｉ （１９８４） ［８］ 的研究表明，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劳动的相对供应，在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其数量较大，拉低了劳动密集型服务的价格。 不过 Ｄｅｖｅｒｅｕｘ （２０１４） ［９］ 的研究表明，
计量经济研究没有确定哪一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按照“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ｓｓ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国际贸易品的平均生产率

水平低下，成为低收入国家价格水平低下的系统原因，在这个认知背景下，如果计算以人工汇

率（即 ＰＰＰ）调整的 ＧＤＰ，剔除该效应，可能会夸大低收入国家的经济规模、生产能力及其在国

际关系中的重要性。 霍诺汉先生认为，“巴拉萨－萨缪尔森理论（ ｔｈｅ Ｂａｌａｓｓａ－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ｔｈｅｏ⁃
ｒｙ）”广为接受，具有重要的、却被国际比较忽略的“含义（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将其纳入 ＩＣＰ 视野，足
以改变各经济体的排位顺序。

从市场汇率到 ＰＰＰ 应该仅做“部分调整”，换言之，应该计算一个“经过生产率因素调整

的 ＰＰＰ（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ＰＰＰ）”，即去掉相对价格变动中由于生产率因素引致的部分。 设

定如果生产率确实发挥作用的话，则通过将此因素回加到各国的 ＰＰＰ 估算中，就可以避免各

国生产能力测度中的偏差。 一个简易概略逼近该份额的方法是估算人均收入对 ＰＰＰ 的影响，
并扣减之。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扣减的是反映生产率因素的项目，对数值

结果而言，最后究竟意味着加项还是减项，取决于不同国家的生产率水平。
这个调整并不直接标出每个国家的生产率，而只是以人均收入横跨世界增长所表现的平

均生产率收益。 作为粗略的调整，不如 ＩＣＰ 那么精细，但却是一种简便方法，揭示了以 ＰＰＰ 计

算的 ＧＤＰ 的一个重要潜在陷阱，用以比较不同国家经济规模和实力时尤其需要当心。
经过这种调整后，ＰＰＰ 数据更适于比较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明显地改变了人口大国和

地区的排序。 霍诺汉先生的论文表现了这种变化，美国仍然处于最高位，中国与欧盟（尽管没

有英国）相近，但欧盟排在前面。 印度仍然超过日本排在第四，而不是之前的超出 ６０％ 那么

多。 俄罗斯排在第 ６ 位，超出“撒哈拉以南非洲（Ｓｕｂ－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不然二者的排位顺序

正相反。 这些结果表明，没有生产率因素的调整，ＰＰＰ 也可能误导国家真实经济规模的比较，
只不过这种“扭曲”与市场汇率方式不同。

（二）从实用方法角度看，如果可以用生产率因素回调 ＰＰＰ 数据，这与市场汇率法（或“世
界银行图表集法”）的结果相差几何？

从霍诺汉先生的论文可以看出，欧盟和中国按 ＰＰＰ 计算则都接近美国，而按照经生产率

调整的 ＰＰＰ 计算，ＧＤＰ 大致占美国的近 ８０％。 但是回顾 ２０１７ 年按市场汇率计算的 ＧＤＰ，欧盟

和中国都是美国的 ６２％多。 可见，考虑生产率因素计算 ＰＰＰ，从数据结果看是向市场汇率法

估算结果的一种回归。
ＰＰＰ 通常存在着压低穷国价格水平的倾向，也即容易夸大穷国实际经济规模。 与此同

时，还存在着夸大富国价格水平的倾向，也即容易减缩富国实际经济规模。 正如霍诺汉先生指

出，ＰＰＰ 的平均化过程更倾向于体现高收入国家的支出权重，从而 ＩＣＰ 方法往往会低估低收

入国家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 正是由于 ＰＰＰ 这种测度和比较失误的陷阱，霍诺汉先生才

提出这种重大修正。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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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回调”的是国际比较中误作为价格因素所扣除的部分，是来自生产率因

素的影响，而非价格因素自身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王金萍女士和张伟先生在《对彼得森研究

所 ＰＰＰ 值调整方法的研究和评价》中指出，“实际上世行发布的 ＰＰＰ 值也经过了生产率调整，
但只是部分区域（亚太地区、非洲地区、西亚地区等）对政府服务支出部分的 ＰＰＰ 值进行了生

产率调整（王金萍、张伟，２０２１） ［１０］。 世行调整的理论依据是，政府部分的工资水平不是市场价

格，穷国由于占有的资本存量更少，产出效率更低。 但在 ＩＣＰ 实践中发现，一些低工资经济体

的产出测算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因此需要调整。”
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国际比较中进行生产率因素调整的必要性。 北京师范大学王亚菲教

授在讨论中提出：“生产率是生产角度的测度工具”，这个视角的揭示非常重要。 如果“三方等

价原则”基本成立，那么这种调整就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交叉检验，不仅可为，而且非常必

要。 至于“如何调整”更加符合经济现实，则属于下一层次的问题，有待于深入探讨。
经过生产率调整的 ＰＰＰ 是一种反向调整，至少会部分抵消压低穷国价格水平倾向的影

响。 霍诺汉先生提出，ＰＰＰ 数据使得汇率波动造成的扭曲有效地得到了中性处理。
经过生产率调整的 ＰＰＰ 是将 ＰＰＰ 数据往汇率观察值的方向回调，并非那么“中性”。 如

果说这种调整是“中性”的，那么同时要看到，“世界银行图表集法（Ａｔｌａｓ 法）”能够修匀市场汇

率波动，也是对汇率观察值的一种“中性”调整。
如果拓宽视野，我们可能面对着两大类四种国际比较数据：ＰＰＰ 数据、经过生产率调整的

ＰＰＰ、Ａｔｌａｓ 法数据和市场汇率记录值。 若将这四种结果列为一个谱系进行比较，那么居中的

两种数据才更为“中性”。
不宜先行将“市场汇率法”打入冷宫，或许经过调整，汇率观察值还可以提供有用的信息，

最起码可以用作交叉检验，也还是一种专门的信息利用。 我们应该进行两大类方法结果的比

较，看看是否存用其他方法进行国际比较的可能性。 尤其是，充分考虑从事 ＩＣＰ 的成本和效

益，我们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投入经济统计和国际比较的各种资源？
（三）生产率差异与产出质量差异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际比较是从空间角度计算实际经济规模，基本算式是从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名义产出”

剔除不同国家间的价格差异，即剔除价格因素所代表的“水分” ——— 名义值与实际值之间的

差，从而得到以共同货币单位 ＰＰＰ 计算的实际经济规模。 在不同国家间“经济同一产品”的确

认中，不可能找到完美的匹配品，只能进行“近似项（ｔｈｅ ｌｉｋｅ ｉｔｅｍ）”之间的价格比较①，事实上

将“近似项”处理为“同质项（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ｔｅｍ）”。 由于忽略了“潜在质量因素”，极容易将其归结

为价格水平因素，或价格影响，才导致生产率差异被人为地剔除。
邱东（２０１８） ［１１］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产品质量因素对 ＰＰＰ 结果的影响，认知方向与霍诺根

先生倡导的生产率调整一致，彼此印证。
（四）霍诺汉先生将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参与比较，值得国人应该深刻反思

我们从 ２０１２ 年 ＧＤＰ 总量超过日本开始，就自封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诸多国际格局

·３２·
①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ｌｉｋ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ｉｋｅ，而非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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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根本没把欧盟当作一个“测度单位”和“比较单位”，显然，持这种见解的中国专家还缺

乏大国竞争的博弈智慧和定力。 应该看到，自从柏林墙倒塌之后，大国竞争的主战场就是美欧

博弈，这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因素，故而应该是中国进入全球化发展深入“知彼”
的一个重要内容。

五、注重 ＩＣＰ 的比较机理和现实意义

在 ＩＣＰ 实施过程中也会提及方法论，但往往是从操作意义上去解读和处理，似乎 ＩＣＰ 方法

总体上已经成熟，其比较机理已经贯通，其社会经济意义的实现已经不成问题。 不过，霍诺汉

先生在论文阐述中却比较注重对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一）如何认识 ＰＰＰ？
ＩＣＰ 的核心就是计算一个人为的汇率，霍诺汉先生在论文中称之为“综合汇率（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如果这个汇率流行于市场，在平价意义上不同国家的价格将相等。 换言之，
它将使得各国的平均价格均衡。 在概念把握上，霍诺汉先生还强调需要注意综合汇率（ＰＰＰ）
与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区别，按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市场汇率倾向收敛于购买力平价。

实施 ＩＣＰ，用 ＰＰＰ 取代市场汇率，使得 ＧＤＰ 实际价值及其相应的收入和生产数据在一个

更为稳健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成为国际经济分析工具包的基本构成。
这种替代实际上提出了一个经济统计学的基础性问题：我们在分析现实经济问题时，究竟

应该以观察值为准，还是以估算值为准？ 显然，市场汇率是观察值，而 ＰＰＰ 是我们人为计算出

来的综合价格比率，其中充满了种种假设和估计。 通常在经济统计中遵循眼见为实的思维方

式，原则上以观察值为主①，但在国际比较中，ＰＰＰ 成为一个典型的反例。 这是否意味着，在国

际经济关系的认知上，人（ＩＣＰ 专家）比市场更聪明？
（二）如何全面认识相对价格的影响因素？
一般而言，影响“相对价格（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ｃｅ）”变动的因素不止于市场汇率波动，还有系统性

的生产率水平差异，等等。 ＩＣＰ 在剔除市场汇率波动影响时，将其他因素也都剔除掉了。 当国

际比较的重心在于实际经济规模时，这个缺陷的影响尤其明显。
（三）如何合成不同国家间的价格差异？
按照 Ｄｅａｔｏｎ 和 Ａｔｅｎ（２０１７） ［１２］的看法，个人带有不同的偏好，且面临不同的价格，比较其

福利在理论上近乎不可能。 对计算跨国价格差异指数的最佳方法，总是存在着争议。 一种实

用方法是计算所有国家双边相对价格的平均，一种替代方法是针对一套参考价格和数量框架

（人造的参照框架或“平均国”）计算相对数。 Ｎｅａｒｙ （２００４） ［１３］ 和 Ｏｕｌｔｏｎ （２０１２） ［１４］ 的研究表

明，不同方法间和方法中的方法论选择都会严重影响所估计的 ＰＰＰ 结果。
（四）如何看待 ＩＣＰ 的价格数据基础？
尽管多年来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基本价格数据的搜集仍是 ＩＣＰ 面临的主要挑战，过程仍不

完善。 有些产品在发达国家比较常见，但在某些发展中国家无法得到，或者仅仅在那些为富人

·４２·

①笔者在 ２０１８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测度逻辑挖掘：困难与原则》中对此问题有过论述，参见该书第

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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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国游客服务的销售点才能得到。 这些产品的价格是否应该包含在比较中，或者采取替代

方法？ 已经采取了高度复杂的系统应对这些问题，但争议仍然存在。 例如，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１５］的研究表明，在选项采价时可能偏向于国际贸易品，或许这成为过高标示低收入国

家价格水平的贡献因素。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情形是现实经济结构本身造成的数据缺失，并不是现实中存在该

类事项，只要加大统计投入便可获取相应数据。 一棵树长满了果子，全面采摘便有收获。 但如

果有的树枝无果，却硬性规定每一枝都必须显示其果子的相关数据，实际操作显然无法达成这

种严苛的设计要求。
（五）如何看待 ＰＰＰ 在贫困测度中的应用？
Ｒｅｄｄｙ 和 Ｐｏｇｇｅ（２０１０） ［１６］批评 ＰＰＰ 基于“平均居民户消费篮子”的做法，他们认为，在定

义贫困线时，采用反映贫困者消费的商品篮子比较好。 Ｄａｂａｌｅｎ 等（２０２０） ［１７］ 做了一项事关非

洲 １６ 国的研究，发现就其中多数而言，穷人支付的价格低于平均水平。 这里采用市场汇率无

所助益，ＰＰＰ 调整对定义贫困线也不能一锤定音，但是其所考虑的因素却非常重要。
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９） ［１８］认为，贫困是一个多维概念，对现金收入的购买力测度并不能完全把握

之。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收入”与“收益”的差别，并非仅仅在于“实物支付（转移）”项，邱东

（２０１８） ［１９］列示了七项，对深入分析此问题或有启示意义。
六、基于全球化影响因素对 ＩＣＰ 的修正

霍诺汉先生倡导的这项调整涉及如何选择 ＩＣＰ 的基础性宏观指标。 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

景下，跨国公司为避税和充分利用各种地方优惠措施，刻意模糊其地理区位的格局，基于资产

转移套利，从而扭曲了各国的 ＧＤＰ 和 ＧＮＩ 数据，这使得国际比较难以客观进行。
２０１５ 年，由于跨国公司资产所有权的大规模转入，爱尔兰的实际 ＧＤＰ 仅一年就增长了

２５％，尽管这种指标计算符合国际经济统计准则，但却破坏了 ＧＤＰ 的常规性应用，对描述爱尔

兰的生活水平而言，人均 ＧＤＰ 不再是一个意义充分的测度。 反观这个案例，也说明国际经济

统计准则还存在漏洞，需要进一步研究改进。
跨国公司的这种资产转移活动对引资国的影响主要有三种：第一，其上报利润仅影响

ＧＤＰ 但不影响 ＧＮＩ。 第二，大规模资产的折旧同时增大 ＧＤＰ 和 ＧＮＩ，指标名称的 Ｇ 代表

Ｇｒｏｓｓ，正意味着包含了折旧项。 第三，跨国公司将总部移至引资国，尽管公司“未分配利润”归
属 ＧＮＩ，但其股东大多数都是非居民身份。

霍诺汉先生指出，可以用来补救的是 ＩＣＰ 中 ＧＤＰ 的主要构成项 ———“实际个人消费（ａｃ⁃
ｔｕ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ＩＣ）”，这个指标接近基于消费的经济生活水平测度，而且不受跨

国公司转移活动的扭曲影响，ＩＣＰ 将 ＡＩＣ 视为一种对“平均物质福利（ａ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
ｉｎｇ）”的测度。 如果用 ＡＩＣ 替代 ＧＤＰ 进行排序，爱尔兰从全球第 ４ 降为第 ２１，从占美国水准的

１３０％ 降为 ６０％，霍诺汉先生认为这种排序比较符合实际。
另一种应对方法是计算 ＧＮＩ（∗）指标，剔除由于跨国公司资产转移行动造成扭曲的项

目，例如该类资产的折旧、知识产权进口和知识产权交易等。 通过这种百分比缩减的项目调

整，可以得到一种粗略的国际比较，爱尔兰在欧盟的排位从第二降为第八，与采用人均 ＡＩＣ 的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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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相近。
霍诺汉先生在论文中提出，绝大多数国家的 ＧＤＰ 与 ＧＮＩ 几近相等。 但从经济统计学的角

度看，“１％ 的绝对值”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从时间比较上看，同一经济体两个总量指标的差异

可能还不大要紧，而对空间比较而言，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国外净要素收入”或正或负，差异相

当可观。 所以要避免将 ＧＤＰ 与 ＧＮＩ 混同的不良倾向。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全球生产链乃至价值链将各种经济体网罗在一

起之后，更值得深入探讨。 主要发达国家历史上 ＧＮＩ 通常大于 ＧＤＰ，优势地位决定了他们对

“国外净要素收入”不大敏感，但新兴国家恐怕需要更多地关注这个指标①，即关注国民总收入

ＧＮＩ 与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 的差异。
论及基础指标，本来就应该采用 ＧＮＩ 搞国际比较，ＩＣＰ 采用 ＧＤＰ 不过是对经济统计现实

条件的一种妥协，并非天然就应该以 ＧＤＰ 为基础指标。 既然是不同货币购买力的比较，当然

应该用收入指标而非生产指标作为基础。 按照迪顿教授 ２０２０ 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的话

说，“我们不能消费非我所属 （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ｗｈａｔ ｄｏｅｓｎ’ ｔ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ｕｓ）” （ Ｄｅａｔｏｎ，
２０２０） ［２０］。② 由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关系深度且多轮次的影响，爱尔兰的国势研判不仅不能

依赖 ＧＤＰ，还不得不调整估算 ＧＮＩ（∗）指标，这个典型案例告诫我们，甚至连 ＧＮＩ 对国家间收

入分配的真实状况都有遮蔽，更何况 ＧＤＰ，我们决不应该对此掉以轻心，“唯 ＧＤＰ 论”对高质

量国势研判而言是相当深的测度陷阱。
七、ＩＣＰ 需要拓展研究的若干课题

霍诺汉先生特别强调基于经济福利因素的修正。 ＩＣＰ 基于 ＧＤＰ，由此，ＧＤＰ 在测度福利

上的缺陷就自然地传导到国际比较当中。 霍诺根先生认为，由于高度异质性的存在，其对跨国

空间比较的负面影响大大高于对单一国家的时间比较。 该论文给出的例子是环境退化。 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霍诺汉先生强调的这两种修正在可行性上还有很大差别。
问题在于，当下 ＧＤＰ 和 ＩＣＰ 需要解决的方法论困境已经不少了，再考虑环境因素，至少在

目前还看不到比较令人信服的解决之道。 爱尔兰采用两种替代方式，以解决跨国公司资产转

移对经济比较的影响，在测度逻辑上达到了进行修正的要求。
在修正方法和思路提出时，更需要注重其可行性。 其一，修正方法是否破坏了现行测度的

基本逻辑，是否能与现行核算制度保持内在一致性？ 比如，采用“人力资本”概念，ＳＮＡ 中“最
终消费”的概念还能否成立？ 是否会沦为一种“中间消耗”？ 其二，当指标修正成为常规统计

项目后，各国是否能负担得起所需要的成本？ 特别是穷国而言，新的测度与他们的宏观管理是

否高度相关？ 穷国是否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持续参与全球宏观数据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 此

次疫情造成规划中的第 １０ 轮 ＩＣＰ 推迟，这个事实应该有助于富国专家更容易理解穷国提供公

·６２·

①

②

笔者与北京师范大学王亚菲教授、北京工商大学王春云副教授 ２０１８ 年撰写了论文《ＧＤＰ 不是新兴国家

测度和比较国力的合宜指标 ——— 基于“国外净要素收入”的国家间分布 》，对这个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阐

述。
笔者认为，所谓“三方等价原则”是概括经济总量在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方面在总量上的一致性关系，

但不能做绝对理解，将三者完全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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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品面临的窘境———参与国际统计项目受制于资源和数据基础结构。
霍诺汉先生在论文结论部分指出，为世界各经济体构建 ＰＰＰ 涉及许多概念性和实践性问

题，不应该低估问题存在的规模（ｓｃａｌｅ）。 本文认为，除了基于福利因素的修正之外，当下还应

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只做消费项目的国际比较，效果是否更好？ 深入思考“实际最终消费（ａｃｔｕａｌ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ＩＣ）”的替代性，能否用 ＡＩＣ 代替 ＧＤＰ 的国际比较？ 或者说，ＩＣＰ 是否一定要

搞 ＧＤＰ 整体的比较？ 还是只搞或重点搞 ＡＩＣ 的国际比较？ 从数据质量角度看，似乎只搞 ＡＩＣ
更好。 ＧＤＰ 其他构成项目的数据质量和可比性显然不如 ＡＩＣ，其数据与 ＡＩＣ 数据混在一起，
会使得整个 ＧＤＰ 的比较质量下降。 当然还需要考察，发展中国家的 ＡＩＣ 数据基础究竟如何？

二是如何看待 ＩＣＰ 结果的一致性？ 是否比较轮次的时间间隔缩短就可以保证 ＩＣＰ 结果的

一致性？ 不能误以为只要 ＩＣＰ 的频率加大，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方法论问题。 霍诺根先生提出

的重大修正是否还会出现？ 机理挖掘需要我们避免沉醉于方法和技术的细节改进，避免单纯

追求程序化的设计和操作，深度的测度陷阱或许还在，需要我们深入、拓展且提升方法论思考。
应该认识到，刻意保持 ＩＣＰ 轮次间数据结果的动态一致性，其实也是一种“数据管理”。

本来国际经济关系的客观变化要求比较方法与时俱进，但为了数据结果在不同轮次 ＩＣＰ 间保

持一致，即可以放弃比较方法的改进，恐怕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不宜将“形式一致性”当
作“内容一致性”去维护，笔者在《深入探索 ＩＣＰ 隐含的经济测度问题———评〈ＧＤＰ、福利和健

康：２０１７ 年轮 ＩＣＰ 的若干思考〉》中就此问题做过论述（邱东，２０２１） ［２１］。
三是 ＩＣＰ 的参与、数据应用与中国国势的高质量研判。 对中国经济统计而言，积极参与

ＩＣＰ 是坚持开放国策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且，如果在新历史阶段推动高质量开放，更需要以国

际经济统计项目为数据基础。 为此需要关注 ＩＣＰ 和 ＳＮＡ 等国际标准的发展动向，中国如何切

实跟进？ 也需要尽可能准备统计条件。 “数据基础结构”不单单是技术，不单单是方法，更是

“社会基础结构”的组成，是“软实力”的体现，往往无法通过突击短期内弥补客观存在着的社

会差距。 例如，如果也需要注意更多地关注“实际最终消费”指标，我们的数据基础如何？
优化对 ＩＣＰ 数据的应用，前提是对该数据含义的“适当解读（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同时，对国际比较机理也能有基本的理解。 坦白地说，我们在这方面还需要系统地补课。 在

《量化世界———联合国的主意和统计》中，沃德教授特别强调避免数据的“蒙昧解读（ｕｎｅｄｕｃａｔ⁃
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我们身处发展中国家，尤其不能掉以轻心。

高质量的国势研判对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对国际经济统计标准和数据，我们既要认真解

读和应用，同时也需要学习霍诺根先生的做法，秉持一种科学认知和批判的态度，不能盲目地

照搬照抄，而应该深入挖掘其内在的测度、核算和比较逻辑。
总之，ＩＣＰ 的方法论和数据理解、应用问题总是存在且变化着，需要持续地研究其解决之

道，不可能一劳永逸。

参考文献：

［１］Ｈｏｎｏｈａｎ Ｐ．Ｕｓｉｎｇ ｐｕｒｃｈａｓ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 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ｏｍｉｎｇｓ［ Ｊ］ ．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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